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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明朝永乐帝推动全国玄天上帝信仰达到高峰的同时代，马六甲作为

被扶植藩属，境内曾经设有大明舰队的官厂，因此当时玄帝信仰是否曾经南传马来

亚半岛是值得探讨的。但是，自清代以来，在马来西亚建国后的领土所及之地，

很多百年以上的玄帝庙都是与潮州人的开拓历史息息相关；究其源头，除了是由於

陆丰元山古寺和潮汕各地原有的玄帝信仰南传，也隐含着郑成功对南洋、洪门天地

会对其分支义兴公司的影响，如此便延续了以玄帝作为明朝护国信仰以及象征原乡

记忆的形象。然而，当潮州人把玄帝信仰作为故土记忆去落实在新的土地上，原本

在中国分布广泛的信仰却在融入信众本土生活的过程中，从全民族的信仰转化为各

地区潮人对于开拓本土的主权意识的象征。本文试图故土情结、异地认同与族群

意识在群体信仰中互相交织的角度，探索马国潮人历史上的玄帝信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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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马国现有的好几处超过百年的上帝庙，其倡建者都是当地的潮州群体，而且这

些庙也是后来地方上成立潮人会馆之滥觞。从这些地区的潮州人对玄天上帝的尊

崇，无疑可以说明玄天上帝作为清代潮州府县各志屡可查阅的普遍信仰，在清代也

已经是流传东西马多个地区，成为当地潮人的集体信仰。

　　我们也许有这样的认为："当大家到了一片陌生的新土地上一起生活，一起应

付危机，集体所共同膜拜的神明便显得更具份量；因为在无依无靠的群体的心目中，

唯一的依赖就是家乡的神明，他不只主宰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主宰共同体的命运。

当每个人需要依赖集体生存，集体之间的信用又依赖以神为誓，神明就成为无助

时的支撑、成功时的鼓励。"

        根据这样一个角度，神明是家乡的记忆，是自身安全感的保障。

　　当然，我们也可以崇德报功的角度，谈到神明的职司、所代表的价值观、信仰

功能，说明信众的需要。

　　从这两个方向所作回答不能说不正确，实际上如此的回应也的确是可以提供相

当多的内容，而且对那些初到异地的人，家乡的文化，尤其是信仰文化，的确是一



种心灵的安慰，足於把他们心理上和家乡的距离拉近。 

       美中不足的是，停留在这这样的叙述层次并不足於进一步说明：从个人到

集体的信仰，以至个人，如何可以依赖神明把他们对原乡的认同转向对新土地的认

同，在异地落地生根和建构异地认同。而且，当我们说到从原乡带来共同的信仰，

我们也许还要追问，为甚麽是这一位神明，而不是另一位？尤其是玄天上帝的信仰

自明代以后就已经是定位为香火崇祀分布全国的护国战神。神明又是在怎麽样的因

缘下，会在马来西亚本土的华人历史脉络中，演变为潮州群体喜爱的集体奉祀对象？

　　这里选择以马来西亚潮州人的玄帝信仰作为探讨的对象，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

在马国土地上，这是相当典型的案例，可以让我们拥有相当宽广的思考余地。

　　　二、马来亚半岛明代华人的真武信仰：天朝遗民留下的正朔象征

                                                            

         真武信仰在中国历朝演变至神明拥有"玄天上帝"的封号，是元大德七年

（1303）十二月的事。 1可是，在这之后又经过一百年，到了已经是改朝换代 的

明朝，自明成祖永乐帝1403年即位之后，明代对玄天上帝信仰之推崇、典制规模

之隆重，可谓是超出宋元两代之所曾有。《明史 ? 礼四 ? 诸神祠》载："国朝

〈御制碑〉谓太祖平定天下，阴佑为多，尝建庙南京崇祀。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

相功，於京城艮隅 并武当山重建庙宇。两京岁时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当山又专

官督祀事"。 2据此说法，可见真武信仰到了明代，自洪武开朝以来未曾衰退而且

大盛于永乐之答谢神恩，是有一套源自皇家的国家论述支持，对玄天上帝的信仰至

此已经属于国家级的性质。永乐帝於1415年竖立于北京地安门东北佑显宫真武庙

内的《御制真武庙碑》，以及1418永乐帝为武当山亲撰《御制太岳太和山道宫

碑》，内容都是强调了玄天上帝的威德灵显，述说神明从明太祖逐鹿中原的开国战

争到明成祖为了取得政权发动"靖难"战争，一直都是在庇护朱家父子，起了君权神

助作用； 前者立碑缘由於皇家迁都北京时发现京畿之地未曾建有玄天上帝的堂皇

大庙，为大兴土木而立碑，后者的立碑背景则是起源於皇上在传说中真武显化的神

山圣地重修和扩建宫观景观，更大规模的大兴土木，以表显神圣与国统的相应相辅。

3由此可见，真武在明代之尊崇是随着永乐帝以帝皇权威推波助澜而节节高升，已

经达到了历朝前所未有的格局，成为靖国之战神、守护国运之圣灵。

        同样一个时代，也正是永乐帝的大海洋时代。永乐帝从派遣尹庆访问马六

甲（满剌加）到郑和船队下西洋，其中重要的置藩封国，包括扶植当时在马来亚半

岛上受到四邻压制侵扰的马六甲由开国到中兴。一般论述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也

往往喜从永乐朝起，这是马六甲与中国建立关系之始，其领导人由地方土酋一跃为

明朝外藩，封国后又历经几代君王，终於成为15世纪兼并东南亚大片地区的跨海

强权。4  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明朝主动以舰队南下宣扬其典章制度的时代，影响

所及，是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包围的整个东南亚区域。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难於找到直接证据说明当时在东南亚一带是否流传

着祀奉玄帝的信仰活动。虽说终永乐朝一代被公认为历代皇朝最热心推动与推广真

武信仰的时代 ，也是中国扮演着东南亚地区海上强势的时代，可是我们今天如果



要回望马六甲王朝这个与明朝关系密切的伊斯兰王朝，史学界本就面对文献根据的

不足的客观困境，难於爬梳当时当地的华人历史，一旦还想要把焦点进一步聚焦

在"玄天上帝"这样的课题，就更加不能奢望还能深入到甚麽程度。无论如何，从

随从郑和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等相关记载也可以看到，在马六甲王朝全盛时

代，曾经有大量华人往来当地，据马欢说："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

设四门更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

其内"，5显然，这些都是来往马六甲的朝廷官吏、海员、军士、商人，不可能对

中国官方推动的主流神祀一无所知。进一步考虑"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

粮顿在其内"的记载，所指的可能即是《郑和航海图》地图上所标示的"官厂"，亦

即明政府设在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的商贸与军事基地，再将这一事实 去比较刘效

祖在万历八年为当时宝钞司所在地重修真武庙所撰的《重修真武庙碑记》，从内文

提到"国朝设立监、局、司、厂衙门，多设北极真武庙於内......祛邪卫正，善除

水火之患。 成祖靖难时，阴助之功居多，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不建庙而祀之"，

6自不能排除真武信仰流传到设有"官厂"的马六甲诸地之可能。当然，这般的推理

并不等于很直接的证据。 

        一直要到清初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东陵政权的那段期间，才有机会留下更

多真武信仰流传於东南亚地区的片断史料，而且，从这些片断的、不齐全的少数史

料的内容，可以发现到，明末清初流传在马来亚半岛与印度尼西亚群岛这一带海

域的真武信仰，深深感染了明代数百年视真武为护国战神的印象，地方上的玄天上

帝信仰，其实折射出台湾明郑政权以及它所影响海外华人的民族意识。

                 若论海商集团以及出洋到异域谋生的开拓者和遗民，他们在海

上生活的过程原本就是铤而走险的人生。在海上航行，必须长期面对风雨、波涛、

疫病、官兵、洋人兵舰，以及同类集团冲突等等不确定的因素。周而复始的在烈日

和漆黑夜里行驶的船只，不能保证可以克服大自然灾害的挑战，亦不能确定每一个

未来的一瞬间会出现甚麽性质的危险，他们唯有根据经验观察天上的星辰辨别方向

和计算时间，也依赖着信仰去冀望自己熟悉的家乡神明能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超

自然力量的佑护，确保每一刻都能在冥冥中逢凶化吉。被奉为水神、航海保护之

神的玄天上帝，在民间的信仰意识中既拥有武神的性质，又是有除妖御寇的功能，

自然格外受到海上航行的冒险者青睐，被带到船上。到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其随

众多是来自闽粤，原本即有信仰玄帝之俗，郑成功部队出征作战把玄天上帝供奉在

船上，收复台湾后又修建不少玄帝庙，这是扶持部属和民众原有信仰的举动，也显

见增强反清复明意识的决心；7尤其是位处当时台南东安坊的行政中枢，大上帝庙

建於地势最高之处，前额的"威灵赫奕"是明宁靖王的楷书手迹，8已显示东陵政权

在其势力所到之处，是要维护和延续明朝以玄帝作为护国战神的国家性信仰，奉前

明为正朔。从郑部重视玄帝信仰，结合当年郑成功以厦门为基地打着仁、义、礼、

智、信五房的旗号在东南亚各地设立经贸、情报与军事结合的海商集团网络之实，

9亦可以推断明郑时代的玄

         环顾从南中国海南端到马六甲海峡的水域之间，目前所知东南亚最早的

玄天上帝庙是清康熙八年（1669）建于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丹戎格罗戈尔区

的丹戎玄天上帝庙，由一群甘蔗种植者所建。10此庙的建庙年代和郑成功入台的

年代仅相差 8年，确实是可以进一步说明玄天信仰当时流行於这一片水域的证据。



不过，基于当时的巴达维亚以及位处马来亚半岛的马六甲，都是属于荷兰的殖民

地，和郑成功政权的关系紧张，因此，也就无从进一步证实这建庙内地里是否与

明郑有过具体联系，亦不是可以佐证玄天信仰流行於马来半岛的直接证据。后人反

而是可以根据本区域搜获的一些会党文件，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这其中，郑氏后人

归顺清朝约二百年后，荷兰殖民政府发现这一区域的洪门天地会还是沿用仁、义、

礼、智、信为中军旗、11入会请神鉴证盟誓也包括祈请玄天上帝，12以及南洋洪

门入会时祭拜"文宗"郑成功的习俗，13都相当能说明当地不仅存在玄帝信仰的历

史，而且也确实和标榜反清复明的传统结合，不失玄天上帝护国战神的原貌。马来

西亚会党中人之间传闻到今日乃然延续此种说法，又确实是足於说明信仰流传悠久。

       总结来说，在1963年方才形成横跨南中国海两地的多元种族国家的马来西

亚，早在18世纪以前，从明成祖到明郑时代，都可能曾经出现过玄帝信仰活动，

随着华人开拓者的足迹而信仰南传；不过在那个时代能流传到今日的史料极少，只

能从当年同一水域而人们多有往来的今日印度尼西亚各属，寻找更多的零星资料，

拼凑出较可靠的旁证。

　　　三．东西马两地清代潮人的玄天庙祀：开荒先辈形成的民系认同

        来自东马沙捞越州的文史学界老前辈刘伯奎（1913-1996），在其一篇

《玄天上帝－上帝庙》文章中提到该州首府古晋市亚答街的玄天上帝庙时说："上

帝庙的前身是老爷宫，而潮州顺丰公司，则滥觞於老爷宫，故现在的上帝庙是属於

潮州人士的，也是潮州人信奉的神灵。" 14

        刘老对於潮州人所祭祀的玄天上帝庙的香火渊源则解释说："至於古晋潮

州人士，来自潮汕，信奉上帝庙，原因最早与最着名的玄天上帝庙，就是'元山古

寺'，元山位於广东省陆丰县碣石镇北部玄武山上......始建於南宋建业壹年

（1127）......因为元山僧人，衣钵相传二十五代，奉祀玄天上帝，故在寺中的神

像，兼有释道汇流的特点。所以玄天上帝虽发源於武当山，而在南宋以后，盛名却

是元山古寺。潮州人所以独奉玄天上帝，其渊源在此。" 15

       "但是有一点却值得我们注意的，数百年前奉祀玄天上帝的祭品，只有香花

水果、素酒素菜，而玄天上帝到了南洋来，祭品却是猪羊五牲荤菜等等，这一点笔

者还没有找到答案。" 16

        刘伯奎在文章中并未引用其说法之出处。不过，以老人家毕业於中山大学

历史系的背景、严谨的学风以及其早岁所闻所见，其说法当有所本，也足於解说为

何在马来西亚许多地区的玄天上帝庙，都和潮州群体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然而，

他所留下的疑问，正好能协助后人大胆假设，也许真正的原因就在於到马来西亚拓

殖的潮州人所继承的玄帝信仰不仅只有一个源头，除了来自元山的信仰或香火南移，

他们还受到诸如会党之类的影响。

        刘伯奎的文章中认为"老爷宫"在1844年之前已经存在，对顺丰公司的历

史也着墨不多，只说是先贤刘建发和沈亚尧合创，全盛时召集乡亲种植、开矿，也

承办烟、酒、赌博饷马，到1885年刘建发逝世后才改组为顺丰公司。17而根据当



地潮州公会会史，上帝庙光绪十五年（1889）重修碑记上有"义安郡司事等同立"的

字样是潮州公会的滥觞；早期除顺丰公司之外，另外还有木扣公司和长兴公司与它

轮值处理上帝庙迎神赛会与祭祀事务，三间公司的命名各自源自潮州人聚居地顺丰

街、木扣街与长兴街， 只是其他两公司慢慢式微，而顺丰公司也就独家代表古称

义安郡的潮州府众乡亲主持上帝庙，成为促进乡亲事务的古晋潮州公会之前身。18

这其中的历史沿革与组织之间的职权变迁，也是百年世事如棋局。

        我们再参考东马和西马两地其他几个拥有过百年历史的上帝庙，观察这几

处位於马来西亚现有领土，包括位於原本曾属马来西亚领土、与柔佛一衣带水的新

加坡玄天庙，当可发现它们的创庙信众不仅是以潮州人为主力，而且其背后的历

史脉络总离不开信仰生活与会党活动交叉的时代特征。　　　

        A.新加坡粤海清庙

         早在1784年之前，新加坡邻近的廖内岛，已出现华人甲必丹制度，岛上

分别有福建村和潮州村。当时，廖内和新加坡都同属柔佛王朝统治之下，两地人民

常来往，出现村落人烟也并不稀奇。据潮人的说法，粤海清庙所在的"山顶仔"之地，

最初聚居的潮人来自廖内与暹罗；其庙祀之开始，起源於十几名南来岛上的潮人为

当地土人所杀，後来又有些潮人从暹罗来"山顶仔"聚居，他们便建庙祀神以求安宁。

最初的"粤海清庙"是一间亚答叶子搭蓬的小屋，由来自廖内的林泮所建，在清乾隆

三年后曾改建多次，道光丙戌年亦曾改建一次。林泮除了创立"粤海清庙"，也建立

了"万世顺公司"。传说中，他是海澄海樟林人，是集海盗与商人於一身的人物，善

使双锏，外号"秦琼泮"。林泮在1738年回唐山後出了事，被惠潮嘉道台赖大鹏杀

害。从林泮的出身，以及聚居当地的潮人社群与土人发生过冲突，至少有一点可以

确定，林泮此人不可能是清廷的"顺民"。19

　　1820年前後移居到新加坡的潮人佘有进，在1845年在粤海清庙的组织基础上，

集合了澄海和揭阳两县出生的潮州陈、蔡、林、黄、郭、张、吴、沈、杨、曾、刘、

王十二姓族人，成立了"义安公司"，供奉玄天上帝与天后圣母，并在较後扩建位於

珠烈街的粤海清庙，另外，他们也购入原为潮人林泰山所拥有的风水地作为潮人义

冢。20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演变结果，"万世顺公司"成为专祀粤海清庙左祠天

后宫的组织，而"义安公司"则成为专祀粤海清庙右祠玄天上帝宫以及管理墓山的组

织，其内部转折，是催生新加坡潮州会馆的滥觞。21

        

        B．峇都交湾万世安玄天上帝庙

        曾任威省民事监督的 James Low 在 1836年记载说，几乎所有在峇都交湾

的华人都属於同一个"公司"，在1829年之前，他们曾经多次受牛角号角召唤，群

起对抗官方。22来到今日，这里也依旧是个潮语方言流行区。

        根据巴素《马来亚华侨史》，早在1800年吉打将威省割让给英殖前，北

马的槟城等地区已有华人垦殖民在峇都交湾利用开辟的咸水芭种蔗，比较欧洲人种

蔗早了二十年。23而黄存燊的《华人甲必丹》则引述资料说明许佬合最早在峇都

交湾当劳工，後来在1837年生下了领导潮人势力参与拉律战争的"义兴公司"领袖

许武安。24现存的峇都交湾"万世安"古庙，庙中除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

重修碑记，还有一块"丁酉年"的"天一生水"木匾，供奉玄天上帝为主祀。据当地人



传言，这是槟城潮州会馆玄天上帝的香火渊源。此外，庙中拥有由许武安送的"玄

天上帝"签筒。25

        南方新加坡的"万世顺"与北方"万世安" 峇都交湾两庙命名相近，是否互

相呼应？亦难考证。庙中对联极强调"华夷之分"，又都带着相当"草莽"的民族意识

味道，其中玄天上帝的主要对联道：

　　"玄天显交环驱邪，扑救世间汉子，上帝镇夷帮归清，照耀天下唐民"。

　　附祀的关帝神龛对联则说："忠烈扶炎汉，神威镇大清"。

　　C.槟榔屿潮州会馆

　　1864年在槟城社尾街出现的韩江家庙，是从原来1860年之前已经出现在槟城

的潮州公司基础上建立会馆，成立年代正好与1862到 1874年帮群对立的拉律内战

时代交叠。以韩江水流经客语系的大埔县和潮语系诸县作名为"家庙"的根据，代替

原有的"潮州公司"，庙中对联又见有"异姓连枝"、"义结桃园"诸字眼，正是强调了

潮语和客语系潮人的联合一致对外。而许栳合与其他三位董事在1870年会馆搬迁

时所送的"帝德同沾"横匾，亦说明会馆自始便奉祀着玄帝香火，以后1888年经过

许武安等人倡议扩建，1893年又有揭邑棉湖埠弟子送"静镇赤眉"横匾以及大埔众

弟子送"泽及溟海"横匾，玄帝神像还是奉祀在正殿主位上。26

　　许佬合在峇都交湾安定之後，首先到霹雳州吉连区开发一千英亩森林种植甘蔗

和烟草，後来他又在霹雳州的瓜拉古楼创设"高兴号"。1866年许栳合告老退休移

居武吉淡汶，几年之後，他在次子武科陪同下回返中国故乡，全部财产交给武安看

管。27武安曾在呈交海峡殖民地警察总长伯伦克 C.B.Plunket的"华人陈诉

书"（Chinese Paper）中自述是洪门义兴的"先生"，在1872年发生的会党械斗中

曾将供应品按期运到拉律去；陈述书提到当时敌对会党攻击他在牛拉、KlingPow

和 Selinsing三镇的农场，造成他本人和同僚遭受损失，60名潮人被杀害。

281874年 1月 3日毕麒麟以英政府代表的身份从新加坡到槟榔屿去和会党非正式谈

判，首先引接他的两名义兴首领即包括许武安。他们与毕麒麟合作的结果使到格

斗平定，顺利促成双方最後和谈签订"邦咯协约"。29　

　　韩江家庙先由远在霹雳的许栳合领头，后来再由许武安带领，也可说明建在槟

榔屿的家庙是一属於从北马到霹雳州的所有潮人社群的中枢机构。从1862到 1874

拉律战争期间，这整个集体又常是与义兴公司这一洪门天地会组织在拉律战争中的

动向相关。

　　D.新山柔佛古庙

 　　1844年，潮州潮阳和揭阳等地爆发"双刀会"等多次起义，失败後南下新加坡

的潮人众多，其中包括后来成为甲必丹的义兴领袖陈开顺，於当年10月份取得了

柔佛第二张承包"港脚"农业的开发地契，成为了陈厝港港主。两年後另一位义兴领

袖陈德海在新加坡以"掌玺大臣"名义发动反对英政府，抗拒种植业苛捐杂税，又号

召 4000垦殖民从新加坡进入柔佛。从此，柔佛各处"港脚"常见潮人踪迹。陈开顺

身为柔佛天猛公政权的忠实支持者，曾於1855年领导了义兴公司人马驻紮丹绒布

德里，建立了第一所警署并担任署长，并且在同一年迎接了皇室回到丹绒布德里

建都，见证了 Iskandar Putri的开埠，为建立新的王朝催生，也使到此后半世纪



义兴公司成为当地华社唯一的代表机构，直到1919年解散为止。陈开顺 1844年开

陈厝港时曾经建"灵山宫"供奉玄天上帝，1855年义兴势力移入丹绒布德里时，直

律街的大本营亦可能供玄天为主神。"灵山宫"可以说是较早出现在柔佛的玄天信仰。

30

　　今日柔佛的华人人口结构虽然已非潮人为主，但是昔日曾有"小汕头"之名的

首府新山依旧是潮人集中的地区，从昔日的义兴公司影响到今日由中华公会管辖，

作为当地华人信仰中枢的柔佛古庙，犹可说明其最初的香火渊源与潮人有关。这间

庙是在1870年由当时潮州籍的柔佛华人侨长拿督陈旭年所扩建的古庙，虽然是开

放予各籍贯，并供奉潮、福、客、广肇、海南五帮各自认同为中心的神明於一庙，

消弭帮派语系之分，但是其主神依然是潮人所尊奉的玄天上帝。庙中现存的最早

匾额直书"总握天枢"，亦是标明是1870年，由"潮州众治弟子"赠送。

　

　 　E.槟城双溪槟榔玄龙双祝宫

　　此埠土地原为槟榔屿潮州会馆所拥有，31此庙香火亦来自槟榔屿潮州会馆，

由当地惠州人为主的社群管理。32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的是，与建庙同步的发展的，往往是地区上的开拓垦

荒，乡亲除了挥洒汗水，也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对信徒来说，每一间玄帝庙能历

次重修、存在至今，不致人散庙颓，都是神明明鉴人事；说是许多善长仁翁捐款的

结果，实际上却是历代开拓者在当地的成果有了收获，一代接一代把集体象征保

护下来、做得更辉煌的一种体现。

　　早期南下谋生的人们过的是开拓荒野森林的生活，不能单独生存，日常必须互

相依赖，更必须组成势力去对抗外侮，形成歃血为盟的会党关系不足为奇；读到古

晋亚答街上帝庙1889年重修碑文上"我商等别邹鲁之乡，入荆越之地" 33的形容，

便可知从商者尚且有如此心态，何况一般苦力劳工？当我们说原乡信仰可以缩短和

慰籍离乡者思乡的距离，又说共同的信仰可以促进人的互相认同与群体感，这时其

信仰原本就流传广泛、又能属於共同信仰的神明如玄天上帝，就较其他神明占了优

势，更能成为歃血为盟的会党关系的共同认同对象。所以，这里头，潮州人对"元

山"的熟悉是一个因素，而会党标榜反清复明的传统以及入会请神仪式上重视玄天

上帝也是一个因素。但前者的影响是记忆，后者的影响则在生活，受到现实的客

观环境所限制，便难以讲究"元山古寺"的道场规格了。

　 

　　　四、英殖时代本土潮裔的玄帝意象：建设社群新生的集体符号

　　若从玄天上帝信仰的本质来说，明代的玄帝信仰原本就是跨地域的国家推广祭

祀，而且，即使是从清代到民国玄天信仰亦未见式微，闽粤两省各地颇多上帝庙也

都香火旺盛，神明既不是一个地区的乡土神，实难打上属于某一民系的标签。可是，

从上例所见，清代流传在马来西亚今日领土上的玄天上帝信仰，确实是曾经成为了

潮州民系开拓异地过程中的共同认同对象，又的确到现在还是香火不绝。

　　这样的情况，就延伸出几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除了要问为何不是其他

籍贯人士与潮人一般崇祀玄天上帝，这里还有一个为何潮人崇祀的是玄天上帝而不



是其他神明的问题。单纯以中国原乡拥有"元山古寺"为由，又或者数遍潮州各县县

志的玄帝庙数目，答案也不见得完美。实际上，其中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倒不如说

是信众信任他们信靠的故乡神明，以为尊神可以在异域保护他们的新方向，使到

神明信仰在负起信徒赋予神明的本土化区域性新功能之后，变得与信仰群体的生活

环境更密切的交织，如此，信众心中对神明产生的"我们的"意识，也会随着地方

神话的出现而长年累月的逐步加深。这样一来，即是带有故土情结的信仰记忆，不

断汇合和吸收新土地上的新记忆，支持了在新土地上完成的异地认同过程。而群

体在本身群体的生活环境中遇到的这样一类过程，又都是与其他群体相较属於"不

共"的自身群体经验，有别於在原地中国的共同经验。如此一来，自然就会把原本

在中国各地区各民系共有的信仰，演化成"我们的"，成为地区上支持个别群体"开

拓主权"与"族群意识"的符号。

　　尤其是在英殖民地统治前后，马国华人社会，如上所述，有着太多群体分立、

帮派械斗的经验，群体的内聚性和自我保护更是"自然"状态。当潮州人带着他们

受潮汕风俗习惯所薰陶的玄帝信仰南来，他们与其他华人的玄帝信仰经验本就不尽

相同；一旦一个地方的潮州群体是为了自己的群体能在东南亚土地上进一步因应

环境变化，而努力维持信仰文化，则此群体一方面是得以维持故乡记忆与推动内部

认同，另一方面则也可能是越来越"自群化"，拉开了与其他群体的距离。玄帝也就

会因此越发成为潮人群体在地方上的"自群意识"象征。

　　是故，我们可以说，当清代的潮州人带着他们熟悉的信仰来到英殖民地时代的

马来西亚，又接触到会党的传统，他们心中其实是经历着重塑玄帝信仰的过程。

　　首先，有关信仰是不是南来开拓者本来熟悉的，当然很重要。因为先要有人会

想到故乡的神，信仰才会传播海外；如此才能确保神明不再是来自遥远的时空，神

明才有机会演变成进一步以社群在当地的保护神，甚至创造了属於当地的特有的神

话，落实成为群体与他人"不共"的"族群意识"的符号。

　　从这样一个观点来看，"元山古寺"的名声以及玄帝信仰自历史以来在粤东的普

及，再加上余象斗有关玄帝的《北游记》小说的流行，都是玄帝信仰所占的优势。

不过，正如上所说，这些来自故乡的因素只能是构成认同感的记忆因素，而不是

构成认同感的现实生活因素。反过来，当初到峇都交湾的潮州人极早期在开发区河

流近海入口的岸边建立"镇水口"的"万世安"庙，是为了保护当地货运和镇压海边港

镇的安宁，对联上还主观指出"上帝镇夷邦"，34则反而是日常生活、本土现实的

性质。"万世安"庙的神明在群体眼中不只是家乡的记忆，也是他们在当地生活的

保护神，又代表他们在当地的历史，这样的祈求便使到玄天上帝应化成为人们在

异地现实生活中的保护神威。到了许武安去世，民间出现了其灵柩运回故里时在海

上遇到风浪而被逼投入碧波的杜撰传说，谓武安是玄帝脚下蛇精转世，一到海上即

被玄帝召回，35这时人们的思想已经是把会党延续的玄帝崇拜和大家对地方会党

领袖死後世界的神秘猜想联系起来，既是故乡的信仰又有本土的脉络，从原乡带来

的文化记忆已经和所在的新土地的人事传奇融成一体。

　　再以柔佛古庙为例：古庙的神像是当时的领导陈旭年从中国请来的，这就加

深了人们的故土情结，但是古庙的香火是从族人最初辛苦开荒的陈厝港老庙分灵，

神像又是供奉在据说和当地华族命运攸关的龟壳型风水地上，供奉神像的庙宇当年

建竣时又是由苏丹开幕，36这一来故土情结和在地活动的记忆在人们心目中其实



是结为一体的本土记忆了。庙宇的辉煌历史是潮州人以至全体华人在当地的辉煌

历史。

　　除了柔佛古庙，在柔佛州也有其他一些超过百年老港区留存下来的玄帝庙。如

座落在乌鲁地南中林港的地南古庙，以及原林厝港的马西上帝庙，也都是各自成为

地方上的宗教文化景观、各有各的地方传说，如此才能出长期凝聚向心力。

　　当然，在马来西亚各地，也有一些过百年的玄帝老庙是由客家语系的开拓群所

建。不过，如果思考北马潮州人与惠州人曾经在玄天上帝旗帜下同属义兴会党的

背景，诸如上述槟城双溪槟榔玄龙双祝宫香火来自潮州会馆而由当地惠州人管理的

类似例子也不少。如：在槟城威省俗称大山脚伯公庙的玄帝庙，当初是潮惠联盟时

代开辟大山脚的惠州义兴党人领导的，现在地区上以潮人为主；又如槟榔屿浮罗山

背玄武山发展成当地广汀公所，捐款人也少不了客语系和潮语系的潮州人；还有，

在东马沙捞越石隆门的刘善邦庙过去原本也是以玄帝为主祀，刘善邦原籍陆丰，所

领导的十二公司也是属于义兴的系统。37　这些"例外"，反而是从另一面佐证了本

地潮人玄帝信仰的其中一大渊源：由会党承接的前明朝对玄帝的崇拜。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们不论是对来自"元山"或其他潮汕地区的家

乡上帝庙有多少认识，其继承知识的能力都不见得可靠。他们对於从会党承接玄帝

作为明朝正朔象征，也不会有完整的认识与继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毕竟是在

清末从大陆走出来的下层民众，他们离明亡之痛已远，对信仰也不会有彻底的理论

认识。所以我们就在看到柔佛义兴公司为柔佛大小战役死难会众设"明墓"的纪录的

同时间，也会发现其实力影响的古庙追随着"元山"，为了康熙帝名带"玄"字的避讳，

改玄天上帝为"元"天上帝。至于北马的潮人，我们也可以在从"万世安"庙的对联看

到他们既可以"镇大清"也可以"镇夷邦归清"，而槟城潮州会馆内的"静镇赤眉"亦是

意带双关，可见活在英国殖民主义的强势下，对神明的要求也不一样。

　　如此，在参与者的主动记忆中，神明的确是"他们的"、保佑着他们的群体、

和他们的命运攸关。信仰一旦变得和地方上的群众生活有了血脉相连的感觉，又不

是别人所能参与的，玄天上帝到了特定的时空脉络之中，就不能不是潮州人的玄天

上帝。 每一个地区的潮人开拓群体建立玄天庙之际，都是把自己熟悉而且信任的

故乡神明请到新的开拓区发挥旧的作用，如此一来，每个人在无形中却是通过信仰

而互动，思想也与信仰互动，而形成内聚性；由此便赋予神明诠释潮州人在当地开

拓的历史/主权和保护群体的功能，使神明扮演了在新土地上独特的象征角色。

　　一旦玄帝变成一股势力共同体的象征，而这势力为了生存和扩大资源控制，

在有限的土地上和其他语系和籍贯的华人或团结或斗争，神明对其群体来说，相

对于他在中国故乡作为普遍为各民系与方言区信仰的角色和功能，是多了一层意义

的。也许，正是由於在马国好些地区的潮州人开拓群体都将玄帝作为他们的象征，

邻近地区属於其他民系的方言群体也就自然的觉得"这是潮州的信仰"，而调整或放

弃本身对玄帝的奉祀。这或者可以解释，为何在拥有渊源於潮人的百年老玄帝庙的

地区，其他民系/方言群不热衷於建立奉祀玄帝的庙宇。这可以在槟城找到例子，

在潮州人的会馆和潮客联合的西南山区固然有好几间上文所提过的以玄帝为主祀的

庙宇，可是，在与义兴对抗的增城人、广州府五邑人的会馆里，就不见玄帝神像。

即使玄帝信仰在闽地流行，但当地福建公司辖下的庙宇，也没有任何庙宇是以玄帝

为主祀的。



　　所以，如此的潜立场决定了不同群体的奉祀对象有所差别的现象，就使到潮人

在各地区上奉祀玄帝香火，尤其各方言群林立的地区建造的玄天上帝庙，不仅仅是

为了答谢神恩；从过去的历史论述，到扩建时道贺的人物、仪礼，以至硬体规模、

日常参拜人潮、迎神赛会，都是综合的折射出潮人社群在地区掌握的主权以及实力。

　　　　　　　　　　　　　　　五、後语

　　进一步说，当一个群体把自己家乡那位原本在中国属於全民的神明信仰看待成

他们自己的保护神，甚至以此信仰作为"自家人"的共同认同象征，最大的好处就是

先决的保障了群体，使群体的每个人减少文化失衡的冲击，使大家都能接受，觉得

生活在群体生活中还能感觉很"家乡"。其中的自然过程，首先是把各地区潮人共

同熟悉的信仰带到异地去继续实践，这会比要求大家接受一乡一县的信仰容易得多；

其次就取决於信仰文化在实践过程中是如何融入当地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产生属於本群体地方性的新内容。只有这种在本地产生的新内容，才会让他们进一

步在形成对本地生活的新认同之际，也形成自觉上与他人有所区隔的群体互相认

同感觉。

　　换句话说，除非故土情结能够同时间转化出在居留地的本土感受，从而产生

出对新土地的认同感，否则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很难对陌生的新土地产生感情。单

凭故土记忆也毕竟是活在回忆之中，毕竟不会一个人在平衡心境中产生对新内容的

认同感。这样便意味着，当垦荒者到了新土地，故乡的文化因子，包括以信仰生活

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信仰文化元素，要能落脚在当地，才能确保到新土地垦荒的个人

不会文化失衡、不会感到新的生活和环境都是陌生而失去生存意义。这样一来，所

有从潮州带来的玄帝信仰的形式与活动，都必须尽可能落实在潮州人开拓的土地上，

成为故乡记忆融化在本地脉络而形成新兴的生命力。

　　到马来西亚各地开拓的潮州群体，之所以在所开拓的地区建起玄帝庙的，过

程亦可能是如此。当然，这样的过程也会由於它是相对於全民族的小群体的内部共

同经验，逐渐便会把在中华大地原本属於全民族的信仰，在新的土地上变成较狭窄

的自我群体经验、而且会相对於其他群体去把信仰标榜为潮州民系自己的保护神，

演变为潮州人在地方上的开拓主权与群体认同的象征。在19世纪马国华社历史曾

经是以帮群分派互相竞争形成的社会基本结构，在乡群组成的帮会联盟互相械斗连

连之际，玄天上帝信仰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之中会因崇拜者的群体认同而变得趋

向"潮州化"，似乎已经是无可避免的发生过的事。

　　不过，在这里必须再强调：马来西亚潮人的玄帝信仰从历史以来毕竟是渊源於

中华、落地发展於马国、构成潮人群体心理稳定的力量，其信仰生活兼具着故土情

结、异地认同与族群意识这三种性质，而三种性质又是长期互相交织也互相支持，

而不是互相替代的。而且不论是潮人针对本土的异地认同，或者潮人倾向以本身民

系／方言群体为主体的族群意识，本质上还是中华文化的亚文化在新土地上因地制

宜的变迁，和原来的中华文化或者原来的玄帝信仰都并不是互相处於切割或对立的

局面。因此，一旦潮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过程已经是树大根深、当地华人社

会也脱离了资源匮乏以及帮派械斗的时代，潮州人的"族群意识"就不再是只能受

限在就地划圈，而是扩大到包括从民族、国家的视野。这时代，我们会看到这些



从历史走过来的潮人玄帝庙都趋向超越民系或方言群的分别而面向公众对外开放，

除了组织上由潮人依社会公约掌握庙产全部或部分主权，没有一间庙宇不是在日常

开放给公众的了。这又可以说是潮州人在他们的开拓过程中，为华人世界拓展了

属於玄天上帝信仰文化的更大片影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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